
“巩固期”期间，新马路人流稀少，最常见外卖员驾驶电单车送货。摄：麦隽华/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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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清零 赌业 贺一诚 澳门

抗疫模范生跌落神坛︰他们问，当年雷厉风行的澳门政府去了哪？

眼前这个正是一个“不陌生的澳门政府”——“一直都是偏听、遇到问题时是想怎样去回避。”

香港 深度 被疫情改变的生活

https://theinitium.com/author/eajJyQuh
https://theinitium.com/author/eajJyQuh
https://theinitium.com/tags/covid-19_2/
https://theinitium.com/tags/_2883/
https://theinitium.com/tags/_2819/
https://theinitium.com/tags/_895/
https://theinitium.com/tags/_360/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hongkong/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feature/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coronavirus-change-our-lives/


经历12天半封城状态、7天巩固期，以及14轮全民核酸检测后，澳门连续9天社区清零。8月1日，政府宣

布恢复堂食，社会回复正常运作，卫生局长罗奕龙形容“威胁告一段落”。


但此前的45天，是澳门市民从没试过的煎熬难挨。6月18日，疫情爆发，社区感染者迅速破千，政府实施

高频检测、半封控措施，但是当中的摇摆与犹豫引起社会不满指责——这与两年前的澳门形成巨大反差。

当年疫情初袭，新上任不到3个月的贺一诚先在全球抢口罩，后来迅速关赌场。他快人快语，一句“市民生

命优先，经济次之，澳门承受得起”让民意炸开了锅。最后措施压住了确诊人数，不仅让澳门成了中国抗疫

模范生，他自己也被捧成了“贺爸爸”。


然而两年半后，社会民意大转向：人们要不批评封控不够严格不够快，严重影响经济；要不就对半封城的

次生问题大反弹。但这些民间怒火同样指向贺政府准备不足、决策管治无力。当年有份架起神坛的市民如

今四散，贺一诚迅速掉落。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2020年初雷厉风行的政府不见？当年赢尽掌声，为何今次无法复制？更让人不解的

是，比起世界，澳门本已偷了两年时间准备应对，为何还表现得差强人意？

钱少了，“它一定是慌的” 


林惠儿在2021年12月被解雇，37岁的她本在永利赌场贵宾厅帐房工作，任职近8年。2020年初疫情爆

发，贺一诚祭出赌场关闭令，她被迫放了15天无薪假。原以为那些日子已是最难挨，没想到更坏的事在后

头。

去年11月底，博彩中介人龙头太阳城舵手周焯华被捕，赌场纷纷与中介人割席终止合作，而永利澳门就是

第一间。失业的8个月里，从核酸采样工作人员到免税店柜姐，林惠儿都发过简历，“不过没人请而已”。


在她看来，这不仅是失业的人变多导致竞争大的问题，而是在整个经济萎靡的大环境下，不论是社会和企

业，都把钱抓得好紧。同样的问题置换到政府层面，立法会前议员林玉凤指出，“钱少了”，就是让政府面

对疫情犹豫不决的主因之一。

8月2日，澳门博监局公布2022年赌收数字。在半封城影响下，7月份赌收仅有3.98亿元（澳门元，下

同），按年下跌95%，创2003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新低。而首7个月博彩毛收入为266亿元，按年跌超过

一半。值得注意的是，光是在2020年1月份，博彩毛收入已达到221亿元。


当年贺一诚在记者会大放金句，他说：“花无百日红，储备现在不用等何时用？”然后马上推出100亿元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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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基金，“你见到他们真的很快，因为我们真的很多钱。”林玉凤说，100亿在口袋饱满的政府眼中，“不过

是半个月的赌收而已”。


当机立断，是钱给的底气。更重要的是，没人料过疫情会拖这么久。“当时大家的参考是2003年SARS，到

夏天突然之间没有了。”当年香港SARS疫潮由3月开始，到6月终结。林玉凤分析，按这个范例来算，政府

本着“只需要出一次（钱）”的想法，就可以花得很豪爽。

但病毒延宕两年多。虽然澳门疫情一向平稳，花在防疫上的支出不多，可是长远问题出在经济命脉上——

澳门近8成税收均是来自博彩游旅业，在世界停摆以及国家整治赌业的指示下，这里的缺口远远填不完。

澳门进入“稳定期”后的威尼斯人购物中心。摄：麦隽华/端传媒

7月16日，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表示，政府在两年半抗疫中动用了1678亿元储备。可在2021年，政府

财政储备为6430亿元。“如果你只有6500元，你花了1600元，只剩下4000多，还不知道钱要花到什么时

候，”林玉凤说，“它一定是慌的。”

在财政压力下，政府每一步都显得小心翼翼：不同于两年前紧急关闭赌场，贺一诚这次先表示“因顾及市民

生计”，不会一刀切。后在确诊破千例以后，赌场才随半封城令关门。



生计 ，不会 刀切。后在确诊破千例以后，赌场才随半封城令关门。

除此以外，7月3日，政府表示推出百亿抗疫援助方案，金额跟两年前一样。｢你想想我们第一年疫情GDP

就跌了近六成（56.8%），（跌幅）全球排第一，香港只跌了6%；​每个人口袋里面的钱都不同了。”林玉

凤说，两年过去社会环境转变、失业人数跟物价上升不少，政府此时还推着相同的方案，社会固然完全不

买单。

但是这也就正正看出，“它好怕多给了钱、它不敢答应（更多）”。 


不能共存，又无法封城的吊诡状态 


在政府宣布推出百亿方案后，一名市民在一则新闻帖文下留言：“如果抗疫果断，根本不需要派这颗糖！”

而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批评政府犹豫不决。

他们指出，基于经济及社会运作无法摆脱对大陆的依赖，澳门早就跟紧国家动态清零。据政府统计，澳门

约有4000多名跨境学童、超过17万外地雇员，当中超过7万人居住珠海，“我们不通关是连社会运作都会

出问题。”立法会直选议员林宇滔形容，澳门是“被动式、无选择地”一定要跟内地同一套——在防疫大方针

上，照理没有犹豫的地方。

另一方面，澳门虽然不像香港有防疫专家顾问团，但6月23日贺一诚见记者时，除了说“澳门不会躺平”

外，更强调从疫情第一天开始，钟南山团队已参与抗疫工作，“每日都有不同推测报告供政府参考”。他还

请全体居民放心，称有信心在两周内可控疫情，“不会拖很久”。

再者，疫情虽然突如其来，但政府其实早有预案。今年4月，政府公布《应对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处

置预案》，按感染人数及传播级别，划分三种管控措施，例如当疫情最严重时，将实施全民禁足、网格化

管理——文本看似包罗万象，一切就待病毒来时，直接套用。

林惠儿记得，当时社会流传将会用到《预案》，她还特意去读，“说全澳只开50多家超市、（一户）只可以

一个人出去、每个区都有警察驻守等等。”然而在爆发疫情后，方案并没有立刻用上，而在确诊破千的两周

后，政府才推出全新的“相对静止”措施，社会一片诧异。林惠儿形容，“（方案）就像纸上谈兵。”

“澳门从来都不缺方案、不缺文件程序，但是一执行你就知会出事。”林宇滔究其原因，是政府执行力不足

的问题，而这问题“政府一直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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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立法会直选议员林宇滔。摄：麦隽华/端传媒

2021年，林宇滔在立法会选举中成功夺席，首次成为立法会议员。上任后，他率先留意到，当向政府各部

门索取资料或质询时，不论回复的速度或内容，均“各司各法”，没有统一标准。而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的

当下，当资源集中调配指挥，各部门沿着自己的节奏行动，在磨合时就会出现问题。

“澳门跨部门、跨司（合作）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林宇滔说，由于涉及不同方案整合，当结果未如理想

或出现状况，大家都只会推搪说是“计划的问题”。

除此以外，政府也错判了应急动员的能力。最明显的例子是，自2021年8月开始，澳门对感染大厦实行红

黄码区防控措施。在围封期间，会安排维生支援小组向住户配送食物包。但在今次疫情，红黄码区的大厦

数目急升，林宇滔说，政府不久便取消对黄码区的维生支援，“因为它发现搞不定了，（光是）红码区都搞

死。”

也正是这个原因，解释了为何澳门无法学习大陆强硬封城的困惑。立法会前议员苏嘉豪说，“（大陆）每个

社区那种严格控制或管理，在澳门完全没有这回事。”

以大陆居委会为例，它相等于港澳的大厦业主会，都是群众自治组织。但不同的是，比起业主会只管大厦

装潢、管理费加减等杂事，居委会跟政府有直接联系；在疫情下，更要配合上级下达的防疫工作。“（它

们）权力差很远，然后基层动员、社区动员，（澳门）没有这些机制.....完全跟大陆是两回事。”苏嘉豪直



们）权力差很远，然后基层动员、社 动员，（澳门）没有这些机制 完全跟大陆是两回事。 苏嘉豪直

言，推不到最严厉的封城，“是澳门的特性”，而政府自己也“心中有数”。

于是，澳门陷进了两难状态：既不能共存，又无法果断封城，“节奏就已经乱了。 ”苏嘉豪观察称，在社会

各方意见拉锯之下，政府眼见封城呼声最大，“那就行啰，大家实验下。”

在疫情爆发的第四周，政府宣布全澳进入7天“相对静止”状态，其后措施延加5天。 


民间情绪大爆发：“我是很能忍，但都要食饭” 


全民检测麻烦吗？“我赞成的，虽然两日一检，但都好快好方便。”那封城会否很困扰？“也不会，反正我们

还可以去超市、买外卖。”那戴KN95口罩有不方便吗？“会热一点啰，直冒汗，但我觉得都是为我们着想而

已。”林惠儿回答。

“其实澳门人好简单”，林宇滔语重心长，“大家真的好信任或者好配合（政府）。”林玉凤也觉得，澳门人

“心水好清”，很了解自己依赖大陆的生存条件，所以大家都想清零、求通关。但现实是，因为政府犹豫不

决，澳门人开始对转嫁到自身的经济代价感不满。

澳门新一轮疫情爆发初期 政府推行全民强检 塔石体育馆核酸检测站外出现人龙 摄：麦隽华/端传媒



澳门新 轮疫情爆发初期，政府推行全民强检，塔石体育馆核酸检测站外出现人龙。摄：麦隽华/端传媒

42岁的Penny从事美容业14年。她向端传媒表示，自家生意从2020年开始变差，但因为尚有积蓄，“还可

以去挨。”但到了2021年，政府断断续续勒令美容业关闭，整体生意已跌了差不多三成，加上公司因为黑

雨水浸，付完维修费、租金，还有员工工资与住宿费后，帐面全年只赚1800元。

她说，在2019年以前，客人们月花4、5万买套餐是常事，放下10万的都不少。但由于美容行业属于奢侈

消费，当市民消费力大减，便不再光顾“可有可无”的服务。如今，Penny“打开门口也做不到生意”。

澳门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关锋也指出，现在澳门每日只有几百游客，“博彩业某程度已在底部横行”，今

次疫情主要打击中小企。据一份本地工商联会于7月公布的调查，在收集到的1260份问卷当中，7成受访

中小微企业表示现金流紧张，另外近4成7企业表示面临倒闭危机。

不过自2020年开始，政府分别推出过三轮中小企援助措施，其中包括补贴利息及免息贷款等，投入超过

87亿元。但作为一个研究经济的人，关锋说，“其实作用很小。”他解释，目前企业最大问题是没有生意，

“那怎样还钱呢？它都不敢再借。”所以最坏情况只能破产。截至今年3月底，约有260间获特区援助的中小

企业宣布结业。

关锋直言，“（经济）就算不是见底，也距离谷底不远了。”此时疫情再来锤下一拳，澳门人只希望政府能

决绝一点，让社会可以回复正常。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系助理教授杨鸣宇形容，澳门实施的“静止状态”为一种“非常态手段”，政府要从中获

得合法性，只有两个方法：一是先取得民意授权，二是解决问题——即有明显的绩效。在过去，澳门政府

都是选择后者。

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在2020年疫情之初，政府依靠库房充裕的底气，快刀政策压下了疫情，博得市民

认可，取得合法性。但这种“非常态手段”就像一把双面刃，若是政府没有把问题解决好，“就会从加分变成

减分”。

https://plataformamedia.com/zh-hant/2022/05/20/261%E9%96%93%E7%8D%B2%E8%B3%87%E5%8A%A9%E4%B8%AD%E5%B0%8F%E4%BC%81%E3%80%8C%E7%A0%B4%E7%94%A2%E3%80%8D/


澳门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杨鸣宇。摄：林振东/端传媒

如今，政府就在处理疫情上处处温吞，足足晚了三星期才封城，社会一团乱，结果引来市民更大的反弹。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市民反弹，与过往发生的个别零星抗议不一样——现在全城同为经济困境烦

恼，怒火正在走向一体化。

2019年8月，曾有市民发起“反香港警暴默站行动”，但社会上出现排山倒海的反对声音。2021年4月，因

失业情况恶化，有团体发起“我要消费卡”游行，活动虽获3万人联署，但最后卫生局以防疫理由命令取消，

而社会对政府的批评也慢慢没了。以林宇滔的话总结，澳门人的特质就是“没事不要搞事”。

杨鸣宇补充，澳门社会之所以一贯和谐，人们不碰政治，是因为官民之间一直存在一条“不成文的合约”：

政府不干预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有保证。

可是现在“合约”已被打破了——政府先是限制市民的出行，而经济又持续变差，市民生活失去保证。据统

计，澳门2022年第一季的本地居民失业率高达4.5%，在38.45万名劳动人口中，就有超过1.3万人失业。

“我是很能忍，但都要食饭啊！”苏嘉豪指出，一旦关涉到生存的问题，这些都是澳门人耐性底线，而“终有

一日，耐性会耗尽嘛。”

“我记得有官员经常讲：‘大家要对未来有信心’，那他们收入没有影响，（说这话）是有底气的。”连澳门建

制派议员李良汪也不禁批评，当市民尚为缴房租忧心，政府跟市民讲未来“是不实际的”。“他们真的十万火

急、水深火热。”

不再有民主派，剩下碎片化与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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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8月，苏嘉豪被DQ立法会选举参选资格后，这一年间，他都还在慢慢抽离，摸索自己的身位。面

对今波疫情，他说，“如果还在做（议员）的话，个案应该会挺多。”

从失薪者议题、动物权益、隔离酒店员工爆疫，到院舍闭环员工等，种种封城的次生问题在社交媒体涌

现。他自己也收到了过百私讯，当中有部份是求助，也有些是来找他抱怨：“议员都去到哪里去了？”

事实上，自去年在立法会选举前，全数三组民主派名单被DQ后，市民大概心里有数，自己与政府的距离被

拉得好远，日后自己的声音将更难以被听见。就着疫情一事，端传媒也曾邀请所有澳门立法会议员进行访

问，最后只获建制派的李良汪以及民生派的林宇滔回复接受。

据苏嘉豪所观察，目前大多建制议员要不去了检测站维持秩序，要不在拍宣传片“解说”政府政策。他指

出，在议会停运的状态下，议员透过议会平台提出质询、辩论动议等事情，大多都做不到。

但这也不代表议员就可以撒手不管。“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关系，议员都有一定责任”，而能做的事还有很多

——先是把类似的个案汇成通案，向政府反映；另一边，把政府公布的正确资讯转达给市民。除此以外，

议员更像是一个意见领袖，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指出施政盲点，“告诉大家，社会上不是100%的人同意

这种做法”，给到政府压力。

但苏嘉豪说，现在“看不到有几多个例子（能做到）。” 




立法议员苏嘉豪在他的办事处门外。摄：J. Dee/端传媒

在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人们先是希望记者能够补位。然而，随着民主派消失，亲民主派媒体《爱瞒日报》

也在去年宣布停运，剩下一堆亲政府的主流媒体，记者要不无法抓住痛点迫使政府回应，要不碍于媒体自

身立场，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

当社会几乎所有代发声代出头的渠道都失去，人们最后只好直接在网络分享自己经历、宣泄情绪，“但在这

个角度，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

苏嘉豪解释，没有通过整合的个体情绪相当碎片化——这边还没得到发酵，就很容易被新的一波事件吞

掉。没有人去整合，“没了转化（力量）的过程”，就很难迫使政府重视。

比如在半封城期间，有院舍员工被迫闭环工作，不少当事人在社交媒体上“求救”。但负责安排的社工局在

半个月后才回应诉求，安排员工出环轮休。

杨鸣宇也直言，现在澳门民间制衡力量达到了史上最低点。过往，在澳门进行有限的问责，需要民间和议

会一起推动：民主派向政府提质询，媒体同步跟进报导，民间得以关注事件，三方发挥协同效应。“现在问

题是，议会的声音已经没有了，民间（媒体）也是极有限了。”

那么，当无法得到解决的线上情绪不断积累，最终一日会在线下爆发吗？杨鸣宇说，“好难。”他指出，澳

门先是缺乏动员抗争的机制和基础，加上近年警方对社会控制力度不断加强，从23条、网络安全法到“秘密

警察”，各种法例随时可用。“澳门人本来就已经怕死，现在这样就更加没人出来。”

苏嘉豪也认同，市民要把不满的情绪转化到行动，过程一定是重重障碍，而那也不一定要用到法律来压。

“舆论机器、市民之间的争拗，基本上都可以帮它（政府）压下不同声音。”他说。

这一点在林玉凤自身的经验得到确认。身为学者，她也感到现在在澳门提意见“要很小心”，“你骂得厉害，

别人说你添烦添乱，‘我们在抗疫啊！’前线人员又会跑来说你，‘我们已经很辛苦了，你不要搞事’。”

澳门是个小社会，很多人有话而不敢说。以前，不怕事的民主派就正正担当了这一个角色。“有人代你出

头，风险会转移或者分摊。”但苏嘉豪觉得，大家都必须承认，大环境已经完全不同。而在这状态下，如果

仍然对澳门、对身边发生的事着紧的话，“那你就出声啰。”



偏听、回避，无法坦诚相对的官民 


7月22日，澳门首次实现社区清零。这一次，政府用了35天，澳门还能算是“抗疫模范生”吗？杨鸣宇说，

可以讲“收货”的人，并不在澳门这边——通关的主导权握在中国大陆手中。但所谓中央的“乖孩子”赞美，

就肯定早没了。

“乖孩子不是指听话，而是结果导向，实现到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他说，按这个标准，澳门现在“衰晒

（全倒了）”。局面至此，是因为澳门官员“蠢（笨），是能力问题，”整个访问中，杨鸣宇重复了好多遍，

“澳门的官员是真的蠢。”

那贺一诚呢？当年他说话豪气、控疫又干脆利落。但在这波疫情，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特首去了哪

里？”自6月23日出席记者会以来，贺一诚从未出面发声回应市民。在社交媒体上，召唤他的声音响不绝

耳。虽然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曾回应，称贺一诚回澳后正在隔离。但社会上没有人肯买帐。

“这次（疫情）爆得这么大，不应该每天只找一个处级的（官员）出来，”林玉凤表示不解，出席记者会的

官员级别，与政府重视事件的程度挂钩，“你用这个层级，是想downplay（低调处理）这件事，但结果没

有，大家已经在家，不能不注意了”。

苏嘉豪也觉得，特首露脸愈早就愈好，事态至今，影响的已经不止特首“会不会被扣分”，而是关乎整个政

府公信力问题。但他说，眼前这个正是一个“不陌生的澳门政府”——“一直都是偏听、遇到问题时是想怎样

去回避，而不是告诉市民：我们做到什么、有什么难处。”



入夜后，一名市民经过白鸽巢前地。摄：麦隽华/端传媒

为何政府无法与市民坦诚相对？2004年，林宇滔仍是记者。他说，在何厚铧的年代，政府和记者的沟通是

很好的：记者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打给局长问，甚至在推行各政策之前，特首也会办吹风会。但过渡到

崔世安年代，他感受到各方与政府的沟通明显收窄，“有些人还说（崔）小气呢。”

“在一个施政能力不高的政府，其实它很难跟居民坦承相对。”林宇滔强调，这些因素不受外界影响，主要

是出于特首个人本身，“他有没有这样的胸襟、能力？或者他有没有诚意呢？”他感觉，“现在这个特首，又

更加有个人想法了。”

8月2日，贺一诚在稳定期的首日终于露面，与财政司、经济局长一同落区。在网络新闻留言区下，骂声瞬

间一大遍，“原来澳门还有行政长官？”“迟了45日。”

其中一个获得高赞的留言是这样的：“三年，除了帮到澳门人买口罩之外，还做过什么？现在的治澳班底，

似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带领澳门脱离困难......再这样沉沦下去，不用一两年就玩完。”

问到Penny如何看待澳门的未来，她也很悲观，“暂时我看不到它能好成什么样。”在这个弹丸之地，政府

恶习太顽固，追究与问责太难，改变的一方永远只有市民自身，“嬲、愤怒，对我来讲已经没有意思，不如

去想出路是怎样。”

2016年，她在英国买了房子，其女儿也去了澳大利亚——她已经备好了全盘“逃跑”计划。但她说，澳门人

对政府的底线还有很远很远。而在这过程中，即使这里越变越差，很多人还是那样，会憋着不说：“算啦，

不要讲啦！”

“你知啦，澳门好细，（怕）人家会来搞我（骚扰我）。”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林惠儿、Penny为化名）


